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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外资引入带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已有研究从不同

角度验证了这一逻辑。新时代跨境投资已经演化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行的新局面，

传统外延式扩张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和内生经济增长，因此跨境投资的溢出效应应从显性绩效

下沉嵌入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轨迹。

　　剖析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结构，厘清技术创新与内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转化关系，采

用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非线性模型检验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提升的动态传导特征，

识别两者之间的转化机制。解析外资内循环和内资外循环对创新价值链传导的杠杆溢出效应，

探讨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之间的迭代关系，设计线性估计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

实证检验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非线性溢出规律。识别外资引入与对外投资

的溢出差异，刻画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交互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

　　研究结果表明，当且仅当各省份创新效率超过 0.500 后，才能实现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提

升的耦合转化；外资引入水平超过 80.516 亿美元，能够撬动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提升的正向

激励；对外投资水平超过 33.031 亿美元，会加速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提升的内生驱动。双向跨

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影响存在动态差异，对外投资的溢出空间有待释放。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存在交互溢出特征，只有两者的交互水平超过特定阈

值 25.293，才会释放正向溢出。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正向溢出门槛呈现出东高西

低的顺势演化规律。

　　研究结果将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视角从传统的横向扩散延伸至纵向传导界面，得以解构跨

境投资、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三者之间的迭代关系。因此，建议国家应系统优化双向跨境投资

创新溢出效应，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动态调节外资引入的技术门槛，鼓励中国企业

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竞争，注重区域间跨境投资合作，推动并形成多边互利的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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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招商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

起到了显著的带动作用，但这种驱动力更多源于外

资引入和技术学习 [1]，缺乏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长

此以往将陷入效率瓶颈 [2]。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吸收外部技术势差，逆向驱动

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衍生了外资引入与对外

投资双向共轨的特征事实 [3]。党的二十大将推动高

水平对外开放和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双重核心战略。因此，应将跨境投资的溢出效应从

经济维度下沉至技术创新维度，驱动创新价值链的

纵向传导，以技术创新撬动生产效率提升，释放经济

开放的内生溢出红利。

为了揭示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结构，以及双向

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溢出效应，本研

究构建了一个双向协同、纵横交错、动静结合的研

究框架，揭示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之间的耦合转化

关系，实证检验双向跨境投资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为

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撬动创新价值链的

自主驱动力，拓展形成共生解释界面和非线性经验

启示。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跨境投资与技术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对外

跨境投资成为发达国家寻求成本优化和市场红利的

外延工具，西方研究开始关注跨境投资对于资本输

出国和资本吸收国的双向影响 [4]。早期研究发现，吸

收外资能够有效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培

育 [5]，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对外投资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

间 [6]。

科技革命蔓延将跨境投资引入新的解释空间，开

放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关注跨境投资对发展中

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 [7]。一些国家通过吸收外资引

入外部技术和先进设备，优化本国的产业技术水平，

推动生产效率提升 [8]。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招商引

资的驱动效应同样存在溢出转化现象，从最初的经

济红利转化为技术模仿，借助外资引入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转化为中国产业升级动能 [9]。这些成功经验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合理可行的路径启示 [10]。

然而，NWAOGU et al.[11] 的研究发现，非洲和南美的一

些落后国家虽然吸收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境投资，

却未能有效带动本国技术进步。可能的原因在于，

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技术创新基础薄弱，并不具

备技术学习能力，跨国企业被生产代加工模式所封

闭，难以惠及本国产业培育和技术提升 [12]。

反向看，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本意并非帮助发展

中国家，而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低成本的要

素配置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这给资本输出国带来

了较为复杂的影响 [13]。BITZER et al.[14] 的研究发现，

加拿大和德国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对外投

资虽然取得了显著经济收益，但同时造成了技术外

流和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本国的工业技

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与此相反的经验是，日本企业

通过对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产业投资，参与全

球竞争，反而提高了本国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15]。

早期中国对外投资更多投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

获取外部自然资源，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增速明显，

越来越多的科技型企业借助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建

立研发中心，导入创新资源，逆向提升技术创新水平[16]。

可见，国家间的实践差异导致双向跨境投资的技

术创新溢出不尽相同。早期中国的研究更多关注外

资引入对于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后来

逐渐过渡到“走出去”维度，研究对外投资对中国的

逆向溢出特征 [1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跨境

投资扩展至双向解释维度，探索两者的共生影响 [18]。

因此，在“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格局下，哪个通

道对技术创新的驱动更为有利，双向跨境投资与技

术创新之间的溢出关系存在何种动态演化差异，依

然有待于研究揭示。

 1.2  生产效率与技术创新

从古典增长模型进化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技术

进步被认为是长效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源，由此摆脱

了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约束 [19]。全要素生产率被广

泛用于评价技术水平 [20]，从世界范围内看，发达国家

的生产效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鸿沟”扩大

了全球经济差距。对于发展中国家，优化技术水平、

提高生产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

径 [21]。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多

以生产效率衡量中国经济增长水平 [22]。左晖等 [23] 以

全要素生产率评价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水平；方

芳等 [24] 通过测算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设计出绿色增长评价体系。毋庸置疑，技

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是摆脱边际递减效应的一剂

良方，这对中国经济内生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KIJEK et al.[25] 提出批判性观点，认为生产效率是

一种后置评价指标，而非决定技术进步的本因。从

西方国家的创新发展历程看，现代教育体系推动了

知识传播和认知进步，从而诱发技术创新，借助科技

革命将技术创新产业化，替代原有技术和产品，实现

生产效率提升 [26]。这个过程最终以新旧产品迭代和

市场竞争回报为节点，这正是约瑟夫 •熊彼特 [27] 将技

术创新称为创造性破坏的原因。按照创新理论的解

释，国家、企业的竞争力皆可归因于技术创新，这是

整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28]。但如果反

向推演则会发现，生产效率提升源于内生经济增长，

而内生经济增长又源于科技革命和知识再造，因此

生产效率提升更像是内生经济增长的过程表现，只

有技术创新才是内生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中国学者对于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研究分属

不同领域，以李平 [29] 为代表的诸多学者不断优化生

产效率的测算方法，检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种

外生因素；而白俊红等 [30] 一些学者专注于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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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量化研究，为中国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启示。遗憾的是，多数研究忽视了技术创新与生

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两者是内生经济增长模

型中的共生要素，虽然呈现形式和演化阶段存在一

定差异，但具有高度相关性 [31]，技术创新是创造性破

坏的原点，而生产效率是技术创新产业化之后的显

性表现。在惯性认知下，已有研究更多关注生产效

率提升带来的显性绩效 [32]，反而遗漏了技术创新这

一源动力，对于两者之间的量化关系莫衷一是。

 1.3  简要评述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按照西方理论解释，先有技

术创新再有生产效率，这是创新价值链进化的一般

性规律 [33]。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具有特殊

性，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水平不高，以外资引入吸

收国外先进技术，释放了显性红利。虽然这在表面

上符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但要清醒认识到，学

习模仿获得的生产效率提升并非源于创造性破坏，

而是通过招商引资即插即用嫁接而得。当前内外技

术势差不断缩小，西方对华技术封锁愈演愈烈，如果

单纯以外资引入的技术嫁接为内生经济增长动力，

无疑将落入核心技术空心化陷阱。对外开放早已从

单向“引进来”转为并行“走出去”，中国企业通过对

外投资寻求更广阔的外部技术势差，提升自主技术

创新水平。现实情况是，双向跨境投资共生演化形

成了内外双循环溢出通道，因此，研究跨境投资不应

单向定论，要系统考察两者的双向演化趋势。

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以中国的现实情景为依据，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先开放、再吸收，新时代深

化开放要在吸收的基础上建立转化通道，将跨境投

资的溢出效应从显性生产效率导入技术创新维度，

通过双向跨境投资吸收创新资源和研发经验，转化

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释放生产效率。这就需要构建

新的解释框架，解释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的创新

价值链纵向传导体系，探索双向跨境投资驱动创新

价值链传导的内在机制和演化特征。然而，已有研

究大多局限于两两要素之间的静态线性影响，鲜有

研究系统揭示跨境投资、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三者

之间的传导关系。本研究将以双向跨境投资与创新

价值链之间的溢出关系为切入点，设计双向跨境投

资动态演化对技术创新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迭代影

响模型，借助非线性面板门槛技术识别双向跨境投

资撬动技术创新并释放生产效率的演进轨迹，以及

两者的交互影响和空间异质性，为协调“引进来”与

“走出去”并重、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赋能创新型国

家建设提供研究参考。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机制

按照创新价值链演进规律 [34]，知识扩散是技术创

新原点，当知识积累突破认知边界后，借助基础研究

对新的认知不断迭代检验，归纳经验规律，形成新的

认知。进一步借助技术研发反复试错，汇集形成技

术创新成果，即符合产业化条件的新技术 [35]。在创

新产业化阶段，产研融合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可应用

的新技术 [36]，在市场竞争中推动生产效率提升，获得

显性业绩回报 [37]。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提升体现

了创新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衔接融合关系，

创新理论解释了技术来源问题 [38]，而内生经济增长

理论以生产效率为介质打破了经济增长的边际递减

约束 [39]，两者之间的转化升级释放了创新价值链的

纵向传导动能。但这种转化机制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40]，

一方面，从知识积累到认知变化再到技术转化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所有的研发投入都会成功

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多数技术研发成果可能成

为创新阶段的中间品 [41]，而创新价值链传导的重要

职能是筛选和渗透，将符合市场适应性的技术创新

成果输送到产业化维度，同时隔离大量尚未达到产

业化程度或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成果，这种

机理造成了有效性与无效性并存的特殊性 [42]。另一

方面，技术创新的投入规模与产出绩效之间并非简

单的线性关系，核心技术创新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

研发资金和智力投入 [43]，存在一定的门槛约束，只有

达到产业化条件的技术创新不断积累、逐步优化，才

能释放效率红利 [4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之间并非单向线性相

关。

 2.2  跨境投资内外双循环对创新价值链传导的溢出

机制

开放经济理论认为 [45]，科技革命蔓延伴随着全球

经济一体化，跨境投资实现了不同国家间的资源配

置优化，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将先进技术和生产

经验引入发展中国家，带动了东道国的技术模仿和

经验吸收 [46]，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差距和技术鸿沟，释放了技术和效率的扩散效应 [47]。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实了这一逻辑，改革开放初期，国

内经济增长乏力，技术薄弱，通过外资引入吸收技术

势差，学习先进生产经验和成熟技术，加速了国内技

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 [48]，体现了低势能主体吸收

转化外部技术势差的虹吸效应 [49]。按照溢出理论的

分段解释，第 1 个阶段以外部技术即插即用为主，释

放了效率红利 [50]；第 2 个阶段，通过技术模仿和经验

吸收，将内外势差转化为自主创新能力，进而驱动生

产效率提升 [51]，激励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外资引入能够正向驱动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

导。

国内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后，不再局限于跟随策略，

演变为跨境投资主体，通过对外投资“走出去”，开

拓对外投资的外循环收益 [52]。按照对外投资的历史

演化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可以分为不同时期。第 1 个

阶段，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涉及国际市场开拓 [53]、能源开采 [54] 和基础设施建设 [55]

等；第 2 个阶段，国内生产制造业的成本有所上升，

将低端生产加工链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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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经济收益 [56]；第 3 个阶段，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不

断深化，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参与

全球竞争，通过技术渗透和创新融合将技术创新能

力反向注入国内母体企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释

放了对外投资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 [57−58]。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

H3 对外投资能够正向驱动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

导。

虽然外资引入和对外投资都能正向驱动创新价

值链的纵向传导，但两者的演化周期和溢出过程有

所差异 [59−60]。改革开放初期跨境投资以单向外资引

入为主，以此助力产业培育和经济增长，在技术学习

的基础上，扩大内循环深度，激励技术研发和创新竞

争，逐步释放自主创新对技术产业化的内生驱动效

应 [61]。技术追赶过程中，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依然有

限，尚未形成创新竞争势态，个别战略对外投资以资

源开发和对外援建为主，不足以释放创新溢出效应 [62]。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内外技术势差有所

缩小，外资引入的溢出空间大幅压缩 [63]。出于创新

竞争战略，西方发达国家对华采取技术封锁，禁止高

科技企业进入中国，国内企业为了寻求创新提升空

间，借助对外投资嵌入全球创新价值链，投资建立海

外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打通了外循环的逆向溢出

通道 [64−65]。这个阶段，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轨迹发生

了转变，对外投资的溢出增速将高于外资引入，导致

外资引入与对外投资的溢出效应出现了周期性阶差。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具有

差异性溢出作用。

双向跨境投资打通了内外双循环溢出通道，从而

衍生出较为复杂的交互溢出效应 [66]。一方面，外资

引入带动国内企业技术学习和创新模仿，不断强化

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寻求对外投资

“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入更为广阔的外

部技术势差，再进一步逆向提升国内技术创新水平

和生产效率，这个过程反映了“引进来”与“走出去”

之间的共生交互关系 [67]，外资引入能够激励对外投

资的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生产效率，形成反向迭代影

响。另一方面，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后，提高

了市场竞争技术门槛，倒逼外资企业提升进入中国

市场的技术水平，释放了更为广阔的内循环溢出空

间，激励国内生产效率提升 [68−69]。可见，“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溢出影响不应单向论之，需要系统识别

两者之间的互动溢出效应，以此优化跨境投资的双

向协同关系，共轨驱动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存在

交互溢出效应。

 3  变量和数据

 3.1  变量设定

(1) 因变量：生产效率 (Eff )。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主要用于测量社会生产总投入与总产出之间的量化

关系，被诸多学者用于评价区域生产效率 [70]。本研

究以 Malmquist 方法测量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以此

表征区域生产效率水平。这一指标的优点在于，既

能够体现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关系，也能够反映时

间序列的纵向变化，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共识度较

高，能够客观评价区域生产效率。

(2) 自变量：技术创新水平 (Inn)。早期研究多以

授权专利评价区域创新产出水平，但技术创新不仅

体现创新成果产出，更要注重创新投入与技术产出

的关系，体现创新活动的纵向研发能力 [71]。本研究

采用广义似然率统计量方法，设计超越对数生产函

数模型，以研发资本和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为投入指

标，以授权专利为产出指标，测量区域创新效率，这

一指标能够合理反映区域创新水平的纵深差异。

(3) 调节变量

①外资引入水平 (Ifd)。开放经济驱动下，外商直

接投资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带来了国外先进技

术和生产经验，本研究选取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

流量数据取对数测量外资引入水平，以缩小方差影

响。

②对外投资水平 (Ofd)。《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

告》中关于对外投资数据主要有流量数据和存量数

据两种，本研究用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数据取对数测

量对外投资水平，考察对外投资的动态溢出影响。

(4) 控制变量

①经济基础 (Eco)。为了尽可能降低宏观数据的

内生性干扰，本研究引入区域经济基础作为控制变

量，用人均 GDP 测量，取对数处理。

②城市化水平 (Urb)。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技术

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研究控

制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有助于排除经济聚集度的内

生性干扰，用区域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测量。

③人力资本条件 (Hum)。人力资本条件是技术创

新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核心投入要素，本研究以区域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依据，测量该地区人力资本条件，

以此评估对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的影响。

④市场化经济程度 (Mak)。市场化经济发展是跨

境投资和创新竞争的重要环境因素，市场化程度越

高，经济结构越丰富，越能有效激励良性竞争，从而

提高区域技术创新积极性。本研究用非国有经济固

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测量该地

区市场化经济程度。

⑤政府创新激励 (Gov)。技术创新离不开政府引

导和政策支持，但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政

府激励效力有所不同 [72]。为了评估地方政府的创新

激励水平，本研究引入政府创新激励作为控制变量，

用政府研发支出占该地区整体研发支出的比例测

量。

⑥国外技术引进 (Tei)。国外技术引进是技术创

新和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技术来源，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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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外部先进技术，为经济高速增

长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本研究用各省份国外技

术引进合同金额 (百万美元 ) 与 GDP(亿元人民币 ) 的
比值测量该地区技术引进水平，借以考察技术引进

含量。

⑦贸易开放度 (Tra)。贸易开放是中国嵌入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对技术转移和跨境投资具

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用各省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

与 GDP 的比值进行测量。

⑧技术水平 (Tec)。技术水平对技术创新和生产

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在模型中应加以控制，为了尽量

避免技术水平与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产生关联性影

响，本研究用各省份单位技术专利的市场交易价值

测量。

 3.2  数据说明

测量相关变量的数据来自 2003 年至 2019 年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12 个变量的面板数据，考

虑相关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

含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省的数据，最终样本观测值为 510。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统计公报》、各省份统计年鉴和万德数据库

等。

 3.3  数据检验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1，生
产效率的最大值为 2.393，最小值为  − 0.001，说明个别

省份生产效率存在退步现象，标准差为 0.319，较为适

中，中位数与均值相近，符合正态分布特征。技术创

新水平的最大值为 0.892，最小值为 0.034，均值大于

中位数，存在右偏分布特征。外资引入和对外投资

数据分布跨度较大，统一量纲后取对数导致最小值

为负，需要在实证结果中判断负值影响是否合理。

相对而言，对外投资的数据离散度更高，空间势差较

为明显，后续实证研究将进一步检验。以单位根检

验变量平稳性，结果表明，包括控制变量在内的所有

变量均符合一阶平稳条件，满足计量回归要求。

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结

果表明，所有变量一阶平稳，符合实证研究需要。同

时，采用 KAO[73] 的残差协整检验方法，发现各变量之

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符合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预期。此外，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控制变量

平均的  VIF 值为 3.462，表明所选控制变量较为合理

地避免了多重共线性干扰。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的耦合转化关系

 4.1.1  线性驱动影响检验

(1) 基准模型。探讨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驱动

效应，以生产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技术创新水平为

解释变量，设计线性模型，考察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

率的转换关系。检验模型为

Eff = ωInn+ θnCn +µ + υ+ε1 (1)

Cn

µ υ

ω

θn ε1

ε1∼N(0,σ2)

其中， 为控制变量，n 为控制变量数量，n = 1,2,… ,8；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样本截面个体效应； 为时间

个体效应； 为技术创新水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

为各控制变量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 为误差项，

满足正态分布条件， 。

表 2 给出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考虑每个省份个体差异可能衍生不随时间变化的非

观测效应，经 Hausman 检验，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技

术创新与生产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由表 2 的 (1) 列
可知，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线性影响系数为 4.671，
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具有正

向转化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学习和创

新模仿，内生经济增长的动能将从外部吸收转向自

主研发和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耦合转化有利于共

轨赋能创新发展。线性估计结果符合内生经济增长

理论的中国化解释，人口红利褪去后，外延式扩张难

以为继，降低了要素投入的产出预期 [74]，而生产效率

提升不应依赖于外部供给。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深

化，内外技术竞争加剧，创新意识不断强化，越来越

多的企业致力于寻求自主技术创新，推动了国内生

产效率提升。杨俊等 [75] 的研究得到相似的结果，即

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源。但差异在

于，诸多学者关注技术进步对于内生经济增长和生

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性 [76]，却鲜有研究同时考虑技术

的来源问题。本研究将内生经济增长解释前置，将

技术进步的来源界定为自主创新，通过量化模型验

证发现，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之间存在正向驱动转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平稳性

Eff 2.393 − 0.001 0.356 0.301 0.319 一阶

Inn 0.892 0.034 0.348 0.326 0.165 一阶

Ifd 11.811 − 1.892 5.815 6.226 1.831 一阶

Ofd 7.372 − 5.327 2.550 2.979 2.370 一阶

Eco 11.855 8.216 10.280 10.409 0.731 一阶

Urb 0.943 0.227 0.523 0.506 0.144 一阶

Hum 12.675 6.227 8.715 8.652 1.004 一阶

Mak 0.904 0.391 0.692 0.696 0.114 一阶

Gov 0.608 0.069 0.241 0.216 0.126 一阶

Tei 0.052 0 0.004 0.001 0.007 一阶

Tra 4.085 − 0.040 0.415 0.149 0.574 一阶

Tec 6.431 1.242 3.902 3.872 1.098 一阶

　　注：样本观测值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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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关系，从而为构建完全自主的创新价值链提供了

经验依据。

(1) 列中，经济基础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内生经济增长需要摆脱外延式扩张。城市化水平对

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在工业化升级阶

段，要加快供给侧改革，以城市化发展加速工业化转

型升级，促进产城融合和生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本

条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

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水平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增

速放缓，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逐渐弱化。市场化经济

程度对生产效率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反映了开放竞

争的重要性。政府创新激励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

显著，表明外生干预难以发挥引导作用，市场化机制

更为重要。国外技术引进和贸易开放度对生产效率

的影响同样不显著，说明外部依赖性降低，要转向

“以我为主”的内生路径。技术水平对生产效率的

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提高技术水平，在市场竞争机制

下促进自主技术交易，推广技术应用，能够显著加快

生产效率提升。

(2) 内生性检验。在面板固定效应中，宏观数据

可能衍生内生性问题，虽然本研究加入了多项控制

变量，但依然可能存在遗漏因素，造成生产效率的组

内时间趋势干扰。为了排除内生性影响，本研究在

模型中引入生产效率的滞后 1 阶项，将不可观测的组

内影响因素外生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估计过程中

的内生性干扰。检验模型为

Effi,t = β0 +ρi,t−1Effi,t−1 +ωi,tInni,t +

θnCn +µ + υ+ε2 (2)

i t β0 ρ

ε2

其中， 为省， 为年， 为截距项， 为滞后 1 阶生产效

率的影响系数， 为误差项。进一步转换离差形式为

Effi,t−1 −Eff i = ρ1(Effi,t−1 −Effi,t−2) +

ω1(Inni,t − Inni)+ (ε3
i,t −εi) (3)

Eff i Eff i,t =

1
T −1

T∑
t=2

Effi,t Inni

ρ1

ω1

ε3
i,t εi

µ

其中， 为截面个体生产效率的平均值，

，T 为时间序列跨度；  为截面个体技

术创新水平的平均值； 为生产效率阶差的影响系数；

为技术创新水平观测离差对生产效率离差的影响

系数； 为误差项； 为误差项平均值。 (3) 式中已经

不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干扰项 ，因而固定效应拟合

无效。

进一步以一阶差分消除个体效应，检验模型为

∆Effi,t = ρ∆Effi,t−1 +ω1∆Inni,t + ∆εi,t (4)

∆Effi,t ∆Effi,t−1

∆Effi,t−1 = Effi,t−1−
Effi,t−2 ∆Inni,t ∆εi,t

∆εi,t = ε
3
i,t −ε3

i,t−1 εi,t−1 Effi,t−1

∆Effi,t−1 ∆εi,t

Effi,t−2

∆Effi,t−1

ε3
i,t Effi,t−2 ε3

i,t−2

∆Effi,t−1

Effi,t−1

其中， 为生产效率的一阶差分项； 为滞

后 1 阶 生 产 效 率 的 一 阶 差 分 项 ，

； 为技术创新水平的一阶差分项； 为截

距差分项， ， 为 的误差项。由

于 与 相关，因此模型中依然可能存在内生

性干扰，需要寻求工具变量介入。通常情况下，由于

宏观面板数据的影响因素较为广泛，一般的工具变

量难以适用，因此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

具变量。经过上述分析可知， 的变化会引起

的变化，因此两者具有相关性。进一步推导，

当 无自相关时， 只与 2 期滞后误差 相关，

与 无关，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因此，可

以引入 ，以差分 GMM 模型检验技术创新对生

产效率的影响，以此排除估计过程中的内生性干扰。

检验结果见表 2 的 (2) 列，技术创新水平对生产效率

的影响系数为 7.243，在 1% 水平上显著，这与表 2 的

(1) 列的结果一致，且 J 检验 t 值为 0.938，说明广义矩

估计有效，线性输出结果较好地控制了内生性干

扰。

(3) 稳健性检验。线性回归过程中，如果个体不

可观测效应与自变量无关，需要进一步用随机效应

模型检验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见表 2 的 (3) 列，技术创新水平对生产效率

的影响系数为 0.982，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核心解

表  2  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影响的线性估计结果

Table 2  Estimated Results for the Linear Impac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变量

Eff

线性估计
模型
(1)

内生性
检验模型

(2)

稳健性
检验模型

(3)

Effi,t-1
− 0.375

(− 0.853)

Inn
4.671***

(5.821)
7.243***

(3.591)
0.982***

(49.382)

Eco
− 0.499

(− 0.552)
− 0.518

(− 0.976)
− 0.052

(− 0.881)

Urb
0.636*

(1.741)
− 2.834*

(− 1.779)
0.454***

(11.886)

Hum
− 0.024

(− 0.480)
− 0.095**

(− 2.248)
− 0.015

(− 1.360)

Mak
0.164***

(2.653)
0.439***

(2.682)
0.626***

(21.063)

Gov
− 0.070

(− 0.441)
− 0.221

(− 0.912)
− 0.195***

(− 13.991)

Tei
2.623

(1.600)
12.188***

(2.713)
− 1.880

(− 1.228)

Tra
− 0.005

(− 0.327)
0.009

(0.446)
− 0.004

(− 1.279)

Tec
0.048***

(3.589)
0.113***

(4.357)
0.044***

(13.933)

J 检验值 11.290
(0.938)

　　注：  ***为在 1% 水平上显著， **为在 5% 水平上显著， *为在

10% 水平上显著，下同；括号内数据为 t 检验值。

40 管理科学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3 年  3 月



释变量影响的估计结果与表 2 的 (1) 列的结果相一致，

仅个别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发生了不同程

度变化，由此验证了线性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4.1.2  非线性驱动影响

(1) 基准模型。考虑到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

响存在动态演化特征，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嵌入分段

假设检验函数 I(Inn)，得到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非

线性检验模型。目前 Hansen 的非线性回归技术最多

可以检测三重门槛回归模型，最多可识别 3 项门槛阈

值，每个门槛阈值将技术创新水平区分为上、下不同

门槛区间，由 3 个门槛阈值衍生出技术创新水平的 4
个不同门槛区间。具体模型为

Eff = ω1Inn • I(Inni,t ⩽ γ1)+ω2Inn • I(γ1 < Inni,t ⩽ γ2) +

ω3Inn • I(γ2 < Inni,t ⩽ γ3) +

ω4Inn • I(Inni,t > γ3)+µ+υ+ε4
(5)

I(•) γ1 γ3

ω1 ω4

ω

ε4

其中， 为假设检验函数；  ~ 分别为技术创新水

平变化的第 1 个门槛阈值～第 3 个门槛阈值；  ~ 
分别为每个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即 (1) 式中技术创

新效率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   的非线性演化形式；

为误差项。

α1 = α2 α1 , α2

表 3 给出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影响的非线性估

计结果。根据 Hansen 的门槛估计方法，假设门槛效

应存在的原假设为 H0： ；否定假设为 H1： 。

F F =
S0(γ)−S1(γ̂)

σ̂2 S0(γ) S1(γ̂)

σ̂2

构建统计量 ， ， 和 分别为在

H0 和 H1 假设条件下用参数估计得到的残差平方，

为在 H1 假设条件下用参数估计得到的残差方差。通

过自抽样获得 F 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借助自举法模

拟检验似然比 1 000 次，结合 bootstrap 的 p 值与 F 值

测算得到拒绝原假设的概率值，以此检验技术创新

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门槛阈值是否合理和显著。

表 3 中 (1)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生产

效率的驱动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存在显著三

重门槛特征，且在 4 个门槛区间内技术创新水平对生

产效率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差异。当技术创新水平

在 (0, 0.246]、 (0.246, 0.363]、 (0.363, 0.500] 区间时，对生

产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当技术创新水平超过 0.500 后，

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1.817，在 10% 水平上显著，

此时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之间释放了积极的耦合转

化反应。上述结果说明，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之间

并非单向线性相关，H1 得到验证。技术创新在初级

阶段为基础研发活动，难以实现技术产业化，甚至可

能衍生创新投入黑洞，无法匹配生产效率。只有不

断强化技术创新能力，达到技术转化和市场化应用

门槛，才能实现从技术创新向生产效率提升的内生

转化。

虽然经验性判断认为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生产效

率提升 [77]，但与传统的线性研究相比，门槛估计结果

能够提供更为合理的逻辑解释。技术创新与生产效

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有效，只有技术创新达到一

定水平才能激励生产效率提升，释放显性绩效，这一

结果符合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逻辑。相应的理论

机制在于，内生经济增长需要以创新价值链的纵向

传导为支撑，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创新一定能够释放

生产效率，技术创新的转化风险是与生俱来的，不可

消除，技术创新在初级阶段以基础研发为主，无法直

接转化为显性绩效。只有不断强化技术创新，坚持

自主研发，才能推动生产效率提升。

通过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省份层面技

术创新水平对生产效率的正向溢出转化阈值为 0.500，
接近于分布中值。其现实意义在于，当省份创新要

素的投入产出转化效率低于 0.500 时，对生产效率的

创新支撑不足，内生经济增长可能无法实现自循环

驱动。只有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将创新资源的投入

产出效率提升超过 0.500 这一门槛阈值，才能有效释

放创新溢出效应，并将之转化为生产效率的内生驱

动力。全国 30 个省份中，上海、广东等 10 个省份的

技术创新水平已经超过了 0.500 这一门槛阈值，能够

有效驱动生产效率提升和内生经济增长。而青海、

宁夏等多数省份的技术创新水平依然低于 0.500，难
以驱动内生经济增长，要打破两者之间的转化壁垒，

就必须坚持强化技术创新，以自主研发推动生产效

率提升。

(2) 内生性检验。非线性动态估计模型在内生性

检验时，GMM、 IV 工具变量等线性方法并不适用。

表  3  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影响的非线性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ed Results for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变量

Eff

动态门槛
估计模型

(1)

内生性
检验模型

(2)

稳健性
检验模型

(3)

Inn-1 (0, 0.246] (0, 0.217] (0, 0.363]

ω1
0.560

(1.266)
− 0.135

(− 1.140)
− 0.483

(− 0.538)

Inn-2 (0.246, 0.363] (0.217, 0.316] (0.363, 0.492]

ω2
− 0.061

(− 1.264)
0.139

(1.611)
0.707

(1.211)

Inn-3 (0.363, 0.500] (0.316, 0.429] (0.492, 0.639]

ω3
0.325

(0.929)
0.027

(1.113)
− 0.078

(− 1.592)

Inn-4 (0.500, + ∞) (0.429, + ∞) (0.639, + ∞)

ω4
1.817*

(1.798)
0.041*

(1.882)
0.010**

(2.239)

　　注： Inn-1 ~ Inn-4 分别为技术创新水平所处的第 1 门槛区间

～  第 4 门槛区间，对应的数据为技术创新水平所在门槛区间

的上限阈值和下限阈值；ω1 ~ ω4 对应的括号内数据为 t 检验值，

下同；动态门槛估计模型中不再赘述控制变量的影响；考虑到

实际意义，结果门槛区间均取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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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鉴韩先锋等 [78] 的方法，对门槛回归模型的

技术创新水平做滞后 1 阶处理，以此判断技术创新对

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内生性干扰。检验结果见

表 3 的 (2) 列，虽然门槛阈值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技术

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依然存在三重门槛特征，在

(0, 0.217]、 (0.217, 0.316]、 (0.316, 0.429] 区间时的驱动

效应均不显著，只有技术创新水平超过 0.429 后，对

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变为正向显著，这一动态演化

轨迹与 (1) 列的结果高度相似，说明非线性动态估计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内生性影响。

(3) 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考察非线性模型输

出的稳健性，在门槛回归模型的面板数据中剔除生

产效率最高和最低的两个省份，排除极值数据干扰，

通过 28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

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见表 3 的 (3) 列，非线性估

计结果与 (1) 列的结果吻合，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

驱动影响仅在最高水平的第 4 门槛区间有效，进一步

说明非线性动态估计结果具有合理的稳健性。

 4.2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

出效应

 4.2.1  外资引入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效

应

(1) 基准模型。将外资引入水平作为门槛调节变

量，以技术创新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以生产效率作为

被解释变量，检验外资引入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

的杠杆溢出效应。检验模型为

Eff = ω1Inn • I(Ifdi,t ⩽ γ1)+ω2Inn • I(γ1 < Ifdi,t ⩽ γ2) +

ω3Inn • I(γ2 < Ifdi,t ⩽ γ3) +

ω4Inn • I(Ifdi,t > γ3)+µ+υ+ε5
(6)

ε5其中， 为误差项。

表 4 给出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

的杠杆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1) 列为外资引入水平对

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影响，当外资引入

水平在 (0, 4.863]、 (4.863, 5.277]、 (5.277, 6.298] 区间时，

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当外资引入

水平超过 6.298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变得

积极有效，影响系数为 2.383，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

明低强度外资引入释放更多的是经济溢出，对创新

价值链的驱动可能有所不足，只有高强度外资引入

才能正向驱动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H2 得到部分

验证。可见，外资引入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

杆溢出效应并非一成不变，存在显著门槛调节规律，

如何利用外资引入推动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提升

的耦合转化显得尤为重要。

外资引入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正向溢出门

槛阈值为 6.298，这一指标代表外资引入的门槛规模

为 80.516 亿美元，对应的现实情况是，当前绝大部分

省份的外资引入水平均已超过这一阈值，提高招商

引资强度，就能够通过外资引入吸收创新资源，引入

高强度技术竞争，将外资内循环的溢出效应从经济

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为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

表  4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for Leverage Spillover Effects of Bidirectional Cross Border
Investment on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变量

Eff

变量

Eff

门槛
调节模型

(1)

内生性
检验模型

(2)

稳健性
检验模型

(3)

门槛
调节模型

(4)

内生性
检验模型

(5)

稳健性
检验模型

(6)

Ifd-1 (0, 4.863] (0, 5.330] (0, 4.873] Ofd-1 (0, 0.432] (0, 0.357] (0, 0.432]

ω1
0.543

(0.942)
− 0.123

(− 0.660)
− 0.379***

(− 5.975) ω1
0.867

(1.511)
− 0.107

(− 0.195)
− 0.401***

(− 6.106)

Ifd-2 (4.863, 5.277] (5.330, 6.229] (4.873, 5.277] Ofd-2 (0.432, 2.450] (0.357, 0.437] (0.432, 2.450]

ω2
− 0.015

(− 0.313)
0.160

(1.011)
0.644

(1.096)
ω2

− 0.059
(− 1.210)

0.176
(1.415)

0.984
(1.201)

Ifd-3 (5.277, 6.298] (6.229, 6.388] (5.277, 6.298] Ofd-3 (2.450, 5.407] (0.437, 4.676] (2.450, 5.704]

ω3
0.226

(0.684)
0.026***

(4.036)
− 0.030

(− 0.619)
ω3

0.175
(0.546)

0.017
(0.659)

− 0.075
(− 1.492)

Ifd-4 (6.298, + ∞) (6.388, + ∞) (6.298, + ∞) Ofd-4 (5.407, + ∞) (4.676, + ∞) (5.704, + ∞)

ω4
2.383*

(1.669)
0.029*

(1.778)
0.070**

(2.290) ω4
4.947**

(2.466)
0.356*

(1.831)
0.012**

(2.049)

　　注： Ifd-1 ~ Ifd-4 分别为外资引入水平所处的第 1 门槛区间～第 4 门槛区间，Ofd-1 ~ Ofd-4 分别为对外投资水平所处的第 1 门槛

区间～第 4 门槛区间，其对应的数据为所在门槛区间的上限阈值和下限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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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长效动能。实证结果说明，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

放，中国的外资引入水平已经高居世界前列，外资引

入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内生驱动力。

但即便外资引入水平已经相对较高，依然不能忽视

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各省份要继续提升外资引入规

模和外资质量，确保外资引入规模长期高于 80.516
亿美元这一门槛阈值。

对比已有研究，主流研究普遍认为外资引入对国

内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提升存在正向溢出作用 [79]，

但这并不符合动态演化规律。王佳等 [9] 采用跨国面

板数据研究发现，外资引入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影

响存在非线性特征。早期外资引入能够显著带动国

内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这是内外技术势差较大所

致，在技术势差逐渐缩小的过程中，外资引入的溢出

轨迹必将出现动态变化。当中国经济开放水平提升，

低强度外资引入将难以释放溢出红利，只有高强度

外资引入才能激励技术竞争，扩大技术势差空间，从

而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内生经济增长。

(2) 内生性检验。在门槛回归模型中，对技术创

新水平做滞后 1 阶处理，以此判断外资引入对创新价

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内生性干扰。

检验结果见表 4 的 (2) 列，外资引入对创新价值链的

纵向传导同样存在显著三重门槛影响，在  (0, 5.330]
和  (5.330, 6.229] 区间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并 不 显 著 ； 当 外 资 引 入 水 平 提 升 至 第 3 门 槛 区 间

(6.229, 6.388]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0.026，在 1% 水平上显著；当外资引入水平超过 6.388
后，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依然保持积极有效。

上述结果与 (1) 列的区别在于，外资引入的正向杠杆

激励区间有所不同，但整体规律基本一致，当且仅当

外资引入水平超过一定门槛阈值时，才能撬动创新

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正向溢出，说明外资引入的门槛

调节模型估计结果合理控制了内生性干扰。

(3) 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在门槛回归模型中剔除

生产效率最高和最低的极值省份，检验外资引入对

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效应估计结果是否

稳健。检验结果见表 4 的 (3) 列，外资引入水平处于

第 1 门槛区间 (0, 4.873]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

响显著为负，这与上述两个模型估计结果有所差异。

可能的原因在于，外资引入在初级阶段对生产效率

的驱动效应比技术创新更为直接，这种冲击对创新

价值链纵向传导造成了一定的抑制性作用。当外资

引入水平提升至 (4.873, 5.277] 和 (5.277, 6.298] 区间时，

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变为不显著。当外资引

入水平超过 6.298 后，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驱动影

响变为积极有效，这一规律与 (1) 列的估计结果相符，

验证了外资引入的杠杆效应存在强度门槛，进一步

反映了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4.2.2  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

出效应

(1) 基准模型。将对外投资水平作为门槛调节变

量，以技术创新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以生产效率作为

被解释变量，检验对外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

的杠杆溢出效应。检验模型为

Eff = ω1Inn • I(Ofdi,t ⩽ γ1)+ω2Inn • I(γ1 < Ofdi,t ⩽ γ2) +

ω3Inn • I(γ2 < Ofd ⩽ γ3) +

ω4Inn • I(Ofdi,t > γ3)+µ+υ+ε6
(7)

ε6其中， 为误差项。

表 4 的 (4) 列给出对外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

导的杠杆溢出影响的检验结果，对外投资水平对创

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效应同样存在三重门

槛 特 征 ， 对 外 投 资 水 平 在 (0,  0.432]、 (0.432,  2.450]、
(2.450, 5.407] 区间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驱动影

响不显著。当对外投资水平超过 5.407 后，技术创新

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4.947，在 5% 水平上显著，

此时对外投资能够正向激励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

机制，释放杠杆溢出红利。低强度对外投资的驱动

效应并不显著，只有高强度对外投资才能正向驱动

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H3 得到部分验证。可能的

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初级阶段，“走出去”的诉求更

多源于基础资源开发或低端市场扩张，难以释放技

术溢出和创新驱动，只有继续加快“走出去”，提高

对外投资强度，嵌入高端价值链，才能渗透至技术创

新维度，吸收外部创新资源，提升自主技术研发水平，

最终撬动对生产效率的内生驱动效应。

上述动态检验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的共同点是，

随着经济开放逐步转向“走出去”，对外投资能够逆

向驱动国内技术进步 [62]，提升生产效率 [80]，释放积极

的溢出红利。但本研究发现，这种溢出效应不仅存

在于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外投资吸收国

外先进的创新经验，将之转化为自身技术创新，再进

一步加速生产效率提升，从而验证了对外投资、技术

创新和生产效率三者之间存在的迭代关系。符合黄

远浙等 [81] 的研究结论，即对外投资只有扩大深度和

广度才能驱动国内技术创新，提供内生动力。

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对外投资水平对创新价值链

纵向传导的正向溢出门槛阈值为 5.407，对应的原始

数据为 33.031 亿美元，这将省份对外投资水平划分

为有效区间和无效区间。只有积极“走出去”，将对

外投资规模扩张超过阈值 33.031 亿美元，才能深入

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获得外循环创新资源，逆向提升

国内技术创新水平，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内生经济

增长。从全国范围看，近半数省份的对外投资规模

低于 33.031 亿美元这一门槛阈值，其中包括甘肃、陕

西等西部省份，要加快这些省份开放经济的转换步

伐，从单向重视“引进来”转向与“走出去”并重，开

拓外循环创新吸收通道，学习先进技术和创新经验，

寻求自主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路径。

对比发现，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

的溢出影响具有相似的演进规律，即低强度投资无

效，只有高强度投资能够正向驱动创新价值链的纵

向传导。但同时，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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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的溢出影响有所差异，外资引入的门槛水平相

对更高，实证结果部分支持 H4。

(2) 内生性检验。为了排除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干

扰，本研究设计反向因果检验模型，先判断技术创新

水平与对外投资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逆向关系。检验

模型为

Ofd = ϑInn+ θnCn +µ + υ+ε (8)

ϑ其中， 为技术创新影响对外投资的逆向影响系数。

以固定效应估计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

水平对对外投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排除了

对外投资对技术创新水平可能产生的反向因果干

扰。

在门槛回归模型中，对技术创新水平做滞后 1 阶

处理，以此判断对外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

杠杆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内生性干扰。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5) 列，对外投资水平处于 (0, 0.357]、 (0.357, 0.437]、
(0.437, 4.676] 区间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不

显著；当对外投资水平超过 4.676 门槛阈值时，技术

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0.356，在 10% 水平上

显著，产生了积极的杠杆溢出效应，这一规律与 (4)
列的结果基本一致。

(3) 稳健性检验。在门槛回归模型中剔除生产效

率最高和最低的极值省份，检验对外投资对创新价

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效应是否稳健。检验结果

见表 4 的 (6) 列，当对外投资水平处于第 1 门槛区间

(0, 0.432]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

负，可能的原因在于，剔除极值数据的影响，“走出去”

的初级阶段资源外流和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国内技术研发积极性，对生产效率造成挤出效应；当

对外投资水平逐步升级，在  (0.432,  2.450] 和 (2.450,
5.704] 区间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变为不显

著；对外投资水平超过 5.704 门槛后，能够激励从技

术创新到生产效率提升的耦合转化。虽然分阶段估

计结果有所差异，但整体趋势依然验证了对外投资

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效应存在特定门

槛规律。

 4.3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交互溢

出效应

进一步以外资引入水平与对外投资水平的交互

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设计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外资

引入与对外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交互溢出

效应。回归模型为

Eff = ζ1Inn • I(Ifdi,t •Ofdi,t ⩽ γ1) +

ζ2Inn • I(γ1 < Ifdi,t •Ofdi,t ⩽ γ2) +

ζ3Inn • I(γ2 < Ifdi,t •Ofd ⩽ γ3) +

ζ4Inn • I(Ifdi,t •Ofdi,t > γ3)+µ+υ+ε7
(9)

ξ1 ξ4

其中，ζ为外资引入水平与对外投资水平的交互项在

动态变化过程中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

按照三重门槛估计结果，交互项的最大门槛数为 3，
 ~  分别为双向跨境投资交互项在第 1 门槛区间～

ε7第 4 门槛区间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

为误差项。

回归结果见表 5 中的 (1) 列，外资引入水平与对

外投资水平的交互项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同样存

在三重门槛影响，当二者交互水平小于 2.007 时，技

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低强度的双向跨

境投资难以释放创新溢出效应；当二者交互水平处

于第 2 门槛区间 (2.007, 25.293]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

率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这与单向跨境投资创新溢出

轨迹相似；当二者的交互项继续提升至第 3 门槛区

间 (25.293, 40.012]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

数为 4.339，在 1% 水平上显著，此时创新价值链的纵

向传导变得积极有效；当二者的交互项超过 40.012
后，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提升到 4.620，扩
大了创新价值链的纵向溢出效应。

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外资引入水平与对外投资

水平的交互项对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存在三重门

槛影响，在低水平门槛区间难以释放创新溢出效应，

只有二者的交互水平达到门槛阈值 25.293(对应原始

数据为 506.992 亿美元 ) 后，才能有效激励创新价值

链的纵向传导，且在最高水平区间的创新驱动力最

佳。实证结果说明，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的

纵向传导存在交互影响，H5 得到部分验证。上述结

果与邵玉君 [17] 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相似性，双向跨境

投资彼此嵌入，打通了内外双循环接口，促进从技术

创新到生产效率提升的内生驱动效应。结合单向跨

境投资的创新溢出规律看，上述非线性机制的合理

性解释在于，对外开放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技术学习能力有限，外资引入不足以驱动

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当然，这是跨境投资演化

的必经过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内外技术势

差缩小，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外资引入与对外

投资之间产生了积极的交互影响。一方面，外资企

业进入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协同创新，加速了国内企

业技术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国内企业积极“走出去”

也会逆向提升国内市场技术竞争水平，二者之间的

交互影响将跨境投资的溢出通道嵌入内外双循环空

间，驱动国内创新价值链升级，释放正向溢出效应。

进一步分区域探讨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

纵向传导的交互溢出效应。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区

惯例，将 30 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3 个地区，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12 个省份；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 9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

贵州、重庆、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9
个省份。由表 5 的 (2) 列可知，东部地区外资引入水

平与对外投资水平的交互项超过 40.012(6 994.430 亿

美元 ) 后，就能释放对创新价值链的正向溢出效应。

由表 5 的 (3) 列可知，中部地区外资引入水平与对外

投资水平的交互项影响存在双重门槛规律，其正向

溢出门槛阈值为 9.975(12.998 亿美元 )。由表 5 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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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可知，西部地区外资引入水平与对外投资水平的

交互水平超过 8.431(8.052 亿美元 ) 后，才能释放积极

的创新溢出效应。

 4.4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区域异

质性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技术创新差距较大，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

导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

分地区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6。
表 6 的 (1) 列给出东部地区外资引入对创新价值

链纵向传导的非线性溢出影响估计结果，外资引入

水平低于 6.123(67.592 亿美元 )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

率的影响不显著；只有当外资引入水平超过 6.123 后，

才能有效激励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动态特征在

于，外资引入的影响系数在 (6.123, 6.298] 区间时更高，

为 4.029；当外资引入水平超过 6.298 后，影响系数有

所下降。 (4) 列给出东部地区对外投资的创新溢出影

响估计结果，对外投资水平超过 6.093(65.576 亿美

元) 后，能够激励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的纵向传导。

表 6 的 (2) 列给出中部地区外资引入的估计结果，外

资引入的正向溢出门槛阈值为 4.600(14.742 亿美元 )，
且影响系数在 (5.536, 6.388] 区间时最高，达到 5.265；
(5) 列给出中部地区对外投资的估计结果，其正向溢

出门槛阈值为 4.165(9.538 亿美元 )。表 6 的 (3) 列给出

西部地区外资引入的估计结果，外资引入水平低于

4.457(12.774 亿美元 ) 时，技术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不显著，当外资引入水平超过 4.457 后，释放了积极

溢出效应，且溢出影响系数在 (4.952, 5.295] 区间时最

高，为 4.231； (6) 列给出西部地区对外投资的估计结

果，其正向溢出门槛阈值为 0.905(0.366 亿美元 )。
从分地区对比看，共性规律在于，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双向跨境投资在高水平区间都能够撬动创

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外资引入的正向创新溢出门

槛相对高于对外投资的，说明对外投资“走出去”的

创新溢出空间相对更高，这与全国层面检验结果一

致。空间异质性在于，外资引入水平、对外投资水平

以及二者交互项的正向溢出门槛阈值呈现出东高西

低的顺势演化规律，且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程度有所

不同。相应理论解释在于，首先，中国改革开放是一

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沿海特区先行开放，因此东部地

区吸收外资时间较早，有效带动了该地区各省份技

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同时也是对外投资“走出去”

的先行者，双向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水平高于中西

部地区。当然，跨境投资的溢出轨迹是动态变化的，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更高，

所以内外技术势差低于中西部地区，双向跨境投资

的正向溢出门槛也就更高，反而凸显了中西部地区

的后发优势。其次，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外资引入

的正向溢出门槛阈值接近，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开

放节奏相近，外资引入的溢出空间趋同，但在对外投

资维度，西部地区“走出去”步伐明显慢于中部地区，

对外投资的正向溢出门槛大幅低于中部地区，由此

带来更为广阔的外循环溢出空间。最后，中西部地

区外资引入水平与对外投资水平交互影响的正向溢

表  5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交互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for Interaction Spillover Effects of Bidirectional Cross Border
Investment on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变量

Eff

全国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Ifd •Ofd-1 (0, 2.007] (0, 22.932] (0, 9.975] (0, 8.431]

ξ1
4.768

(0.996)
4.166

(0.380)
5.553

(1.340)
4.526

(0.942)

Ifd •Ofd-2 (2.007, 25.293] (22.932, 40.012] (9.975, 28.187] (8.431, 16.336]

ξ2
4.464

(0.766)
4.325

(1.438)
5.310***

(5.210)
4.038*

(1.786)

Ifd •Ofd-3 (25.293, 40.012] (40.012, 44.552] (28.187, + ∞) (16.336, 28.187]

ξ3
4.339***

(5.617)
5.265***

(3.671)
4.870***

(5.170)
4.287***

(4.057)

Ifd •Ofd-4 (40.012, + ∞) (44.552, + ∞) (28.187, + ∞)

ξ4
4.620***

(5.770)
4.147***

(3.470)
3.801***

(3.696)

ξ1 ξ4

　　注： Ifd • Ofd-1 ~ Ifd • Ofd-4分别为外资引入水平与对外投资水平交互项所处的第1门槛区间～第4门槛区间，其对应的数据为所

在门槛区间的上限阈值和下限阈值；  ~ 对应的括号内数据为 t 检验值。

第  2 期 李勃昕等：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 45



出门槛差异更为明显，从结构上看，现阶段对外投资

的溢出效应存在严重的空间失衡现象，西部地区要

充分激励对外投资的创新溢出空间。综上，东部地

区技术创新依赖的跨境投资强度相对更高，包括外

资引入和对外投资，而中西部地区跨境投资创新溢

出门槛普遍较低，通过开放经济驱动技术创新起步

更快，差异更多集中在对外投资维度，西部地区的溢

出空间明显更为广阔。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构建一个双向协同、纵横交错、动静结合

的研究框架，为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将

跨境投资的横向溢出效应转化为纵向传导效应，撬

动创新价值链的自主驱动力，拓展形成共生解释界

面和非线性经验启示。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技术创

新到生产效率的内生驱动并非线性有效，创新价值

链的纵向传导存在特殊的门槛规律，只有各省份技

术创新水平超过 0.500 后，才能实现技术创新与生产

效率提升的耦合转化。②跨境投资内外双循环对创

新价值链纵向传导产生非线性杠杆溢出影响，外资

引入水平超过 6.298(80.516 亿美元 ) 后，才能撬动从技

术创新到生产效率提升的纵向传导。③对外投资水

平超过 5.407(33.031 亿美元 ) 门槛后，技术创新对生产

效率的驱动效应跨入正向溢出轨道。④对比发现，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杠杆溢出影

响存在动态差异，多数省份外资引入水平足以赋能

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释放内生溢出红利，而近半

数省份对外投资水平尚未达到正向溢出门槛，仍需

扩张对外投资的外向吸收通道。⑤外资引入与对外

投资的交互影响对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存在三重

门槛特征，只有二者的交互水平超过 25.293(506.992
亿美元 )，才能有效推动从技术创新到生产效率的内

生驱动。⑥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具有

空间异质性影响，释放正向创新溢出的门槛阈值呈

现出东高西低的顺势演化规律。

 5.2  理论贡献

(1) 传统的线性研究不足以解释从技术创新到生

产效率提升的动态演化轨迹 [82−83]，本研究通过门槛计

量模型将这一研究扩展至非线性视角，发现从技术

创新到效率变革的内生转化存在动态门槛规律，从

经验上解释技术创新活动风险较大的内在原因。当

技术创新水平不能达到内生转化要求时，无法驱动

生产效率提升，从而陷入创新投入黑洞，只有技术创

新水平超过门槛阈值，匹配社会生产水平，才能有效

驱动生产效率提升，释放内生驱动力。这一发现能

够科学解释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之间的不确定性，

弥补了创新价值链理论的非线性解释。

(2) 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双向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

效应，但多以静态视角判断外资引入或对外投资能

否驱动技术创新 [84]，局限于横向溢出视角。本研究

以非线性计量模型刻画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

纵向传导的动态溢出轨迹，构建一个横向溢出和纵

向传导的双维度研究框架，将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

研究视角从传统的横向扩散延伸至纵向传导，从空

间上得以解构跨境投资、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三者

之间的迭代关系，为释放双向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

效应提供了横向对比和纵深优化的理论启示，丰富

表  6  双向跨境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区域异质性影响估计结果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for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mpact of Bidirectional Cross Border
Investment on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变量

Eff

变量

Eff

东部
(1)

中部
(2)

西部
(3)

东部
(4)

中部
(5)

西部
(6)

Ifd-1 (0, 4.863] (0, 4.600] (0, 4.457] Ofd-1 (0, 5.407] (0, 2.004] (0, 0.905]

ω1
2.830

(1.269)
4.675

(0.589)
2.985

(0.731)
ω1

3.911
(0.933)

4.556
(0.136)

4.608
(0.376)

Ifd-2 (4.863, 6.123] (4.600, 5.536] (4.457, 4.952] Ofd-2 (5.407, 6.093] (2.004, 3.967] (0.905, 4.351]

ω2
3.453

(0.783)
4.927***

(2.776)
3.600*

(1.794) ω2
4.454

(1.212)
4.050

(0.935)
4.186***

(3.270)

Ifd-3 (6.123, 6.298] (5.536, 6.388] (4.952, 5.295] Ofd-3 (6.093, 6.700] (3.967, 4.165] (4.351, 4.535]

ω3
4.029***

(2.971)
5.265***

(5.165)
4.231***

(3.832) ω3
3.935***

(2.913)
4.733

(0.030)
4.420***

(3.787)

Ifd-4 (6.298, + ∞) (6.388, + ∞) (5.295, + ∞) Ofd-4 (6.700, + ∞) (4.165, + ∞) (4.535, + ∞)

ω4
3.077***

(2.387)
4.562*

(4.365)
2.908***

(2.731) ω4
4.378**

(2.300)
4.131***

(5.213)
4.037***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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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结构分析。

(3) 双向跨境投资的对比研究日渐丰富 [85]，但创

新溢出检验不应止于两者的平行关系，外资引入与

对外投资在嵌入内外双循环过程中衍生出较为复杂

的交互溢出关系，形成共生演进的创新驱动模型。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揭示并验证了双

向跨境投资与创新驱动之间的交互溢出效应，在外

资引入与对外投资之间搭建了双向交互的传导接口，

得以见微知著，为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扩展形成交互溢出的解释界面，

进一步深化了开放经济理论与创新溢出理论的交叉

融合。

 5.3  政策启示

(1) 倘若内生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生产效率提升和

显性绩效回报，所依赖的技术嫁接和经验模仿破坏

了自主创新价值链的进化功能，将造成核心技术空

心化和“卡脖子”瓶颈。事实上，创新价值链的纵向

传导结构中，技术创新是生产效率提升的原始动能，

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释放内生经济增长的长效驱

动力。然而，技术创新存在不确定性，耗费大量的资

源投入，对生产效率的纵向传导存在门槛规律，中国

基础研究薄弱，技术研发缺乏持久性，造成创新驱动

不足，内生经济增长乏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坚

持提高创新投入规模，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在一定的

规模效应之上，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推

动外延式扩张向内生经济增长转型。

(2) 党的二十大将对外开放和技术创新作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战略，过去的成功经验

在于通过外资引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培育，

借助“市场换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外资

引入的溢出轨道相对稳定，保持并提高外资引入强

度能够加速创新驱动和内生经济增长。然而，新时

代开放经济衍生出双向跨境投资共生演化的新特征，

单纯依赖外资引入会顾此失彼，对外投资对创新价

值链的溢出空间尚待开发，要鼓励中国企业大胆“走

出去”，在更为广阔的外循环空间吸收创新资源和技

术经验，逆向提升自主研发水平，打破核心技术空心

化瓶颈。

(3)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均衡问题，经济开

放和创新驱动是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的重

要举措。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时间较早，经济发展水

平和技术创新水平相对较高，应扩大和深化对外开

放，提高外资引入技术门槛，鼓励中国的优秀企业参

与国际创新竞争，双向推动跨境投资的创新溢出红

利。中部地区可依托现有产业资源，与外资企业合

作，嵌入全球创新价值链，加快产业升级和内生经济

增长。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对外开放时间短，可

承接一些东部地区外资企业转移，带动区域内上下

游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优化生产效率；同时，与东部

地区头部企业协同合作，以“借船出海”的方式参与

对外投资，吸收国外技术势差，逆向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4) 全球经济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

冲突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诸

多不利影响，中国要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就必须科学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以内外

双循环重塑多边共赢的经贸体系。一方面，扩大吸

收其他国家的跨境投资，推动资源互补和创新合作，

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分享中国开放红

利；另一方面，鼓励高质量对外投资，嵌入更为开阔

的全球经济价值链，参与市场竞争和创新合作，释放

横向溢出的同时，推动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将双

向跨境投资的溢出效应转化为互惠互利的共享机制，

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贡献中国力量。

 5.4  研究不足

本研究以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双向跨境投资、

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之间的迭代关系，从宏观层面

提出以跨境投资驱动创新价值链纵向传导的研究启

示，但宏观数据存在一定的时间趋势干扰，如果能够

以微观样本数据加以验证，将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实

证依据。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增速显著，且投资目的

地分布较为广泛，按照创新溢出理论的解释，只有投

向技术势能更高的发达地区才能释放虹吸效应。但

受制于实证数据局限，本研究检验了对外投资的规

模性影响，但并未识别对外投资的结构性差异，这一

点有待后续验证。此外，诸多研究认为，跨境投资受

到国家间制度差别影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税负条

件和产业政策等，这些外生工具如何调节双向跨境

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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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c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ilit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rough inward foreigner  direct  investment  (IFDI).  Existing studies  have corroborated this  logic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cross-border investment has transitioned into a new paradigm with a simultaneous focus
on both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Moreover, the traditional extensional expansion needs to be reoriented towards in-
novation-driven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ross-border investment should be redir-
ected towards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from dominant performanc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structure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and elucidates  the  coupling trans-
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Employing  the  nonlinear  model
and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dynamic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uncovers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dditionally,  we  ana-
lyze the leverage spillover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of FDI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We explore the it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directiona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Linear estimation models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s are design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nonlinear spillover
pattern  of  bidirectiona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on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Furthermore,  we
identify the spillover differences between IFDI and OFDI, and characterize the interactive impact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bidirectiona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on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transformation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
provement is contingent up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ceeding 0.500 in any given province. When the IFDI level exceeds
8.052 billion USD, it could leverage positive incentives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Similarly,
the outward foreigner direct investment (OFDI) level exceeding 3.303 billion USD accelerates the endogenous drive of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towards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oreover,  there  exist  dynamic  differences  in  the  l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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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 effects of bidirectiona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on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and the OF-
DI spillover effects still hold untapped potential.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s an interactive spillover characteristic between bi-
directiona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nd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Positive  spillovers  are  ob-
served only when the interaction level exceeds the specific threshold of 25.293. In addition, the positive spillover threshold of
cross-border investment to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exhibits an evolutionary pattern, character-
ized by higher valu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lower valu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ross-border investment by extending the ana-
lysis from the conventional horizontal diffusion to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dimension. This approach enables the deconstruc-
tion  of  the  iterative  relationship  among  cross-border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ystematically  optimiz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bidirectiona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on innovation
are as follows: prioritizing coordination and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both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adjusting the tech-
nical  threshold  of  IFDI  dynamically;  encouraging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glob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ctively;
fostering inter-regiona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opening pattern that pro-
motes multilateral and mutual benefit.
Keywords：technology innovation；production efficiency；inward foreigner direct investment；outward foreigner direct invest-
ment；innovation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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